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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衡量考古学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理论问题，关系到学科的发展方向与发展策略。回顾现代考古

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不同学术体系、不同时期，甚至不同分支领域的衡量标准不尽相同。但学术发展具有

累积性，考古学有其基本的任务，由此构成衡量考古学发展的四个标准。以这四个标准来衡量中国考古学的发

展以及代表其最高水平的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从中可以看出，中国考古学存在“断层式的发展”现象，部分领域

发展迅速，理论是短板。具体就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而言，建议采取一些切实的措施，促进研究的发展，为中国考

古学的总体发展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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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学术研究中，学术评估普遍存在，衡

量标准的确立显然是至关重要的。从衡量一篇

论文是否有发表价值，到一篇博士论文是否可

以称其为优秀论文，再到评审一个项目是否值

得资助，其成果是否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些工

作无不与衡量学术发展的标准联系在一起。具

体到考古学领域，如何衡量考古学的发展毫无

疑问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不

能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就会无法衡量考

古学的进步，不能了解当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也就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发展策略，采取切实

的措施，纠正发展的偏差，弥补发展中存在的短

板。尽管这是一个关系学科发展的关键问题，

但是学界罕有相关的讨论。当我们表述中国考

古学发展迅速的时候，其中的标准是暗含的，很

少有研究揭示与反思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标

准。这里将从回顾考古学不同分支领域、发展

阶段与学术体系的标准出发，建立衡量当代考

古学发展的标准，然后对照当代中国考古学的

发展以及代表中国考古学研究最高水平的中华

文明探源研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以期推动

未来的研究。

一、分支领域、发展阶段与

学术体系对确立衡量标准的影响

现代考古学的形成有三个来源①，由此形成

了三个不同的分支领域。第一个是古典-历史

考古，18 世纪末开始出现具有现代意义的艺术

史研究，后来发展成为古典考古。在西方，所谓

古典考古就是通过艺术品研究古希腊罗马文

明，后来扩展到研究古埃及、亚述等文明，在此

基础上形成古典-历史考古。第二个是新石器-
原史考古，19 世纪初，北欧地区的古物学率先开

始科学化，试图通过物质遗存研究探索民族的

渊源，后来扩展到古代社会研究，探讨农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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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文明起源等问题。第三个是旧石器-古人类

考古，19 世纪中后期形成，目的是要探索人类的

古老性，即人类的由来，其研究与自然科学关系

密切。不过，三条脉络具有一个共同的学科基

本属性，那就是通过物质遗存去研究人类过

去。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现代考古学基本形

成，之后又出现了文化历史考古、过程考古、后

过程考古等范式，形成若干发展阶段。

参考丹尼尔、威利、特里格等对现代考古学

术史的回顾②，可以看出，19 世纪时考古学的基

本任务首先是弄清楚古物的年代，包括绝对与

相对年代，由此发展出考古类型学与地层学。

汤姆森开创的“三代论”解决了丹麦出土古物的

年代序列问题，其利用共存关系与风格演化排

队的方法，成为类型学的核心。随着考古发现

的增加，空间关系包括剖面上的早晚以及平面

上分布，成为考古地层学的焦点。当时，绝对年

代问题的解决还是需要通过分期排队并比照古

埃及、古希腊与古罗马的年表。年代是考古学

的首要问题，这一点至今也没有改变。艺术史

家温克尔曼率先关注器物平面上的位置关系会

影响到对其意义的判断，但在 19 世纪，平面上的

共存关系受到重视的程度远不如剖面所体现的

早晚关系。

19 世纪西方掀起殖民主义狂潮，早期的现

代考古学家赴世界各地区寻找与古典文明相关

的考古遗址，这一热潮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初。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着力寻找的还是与

西方文明起源相关的，尤其是与《圣经》内容相

关的遗存。《圣经》在西方社会是家喻户晓的，很

容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即便是在旧石器-
古人类考古领域，其崛起也还是为了解决《圣

经》创世论与考古发现之间的矛盾。在新石器-
原史考古领域，广泛参照民族志的材料来解读

考古材料与史前社会组织形态，其中带有极强

的种族优越论，不仅是文化上的优越，而且是在

生物学意义上。当时欧洲代表文明发展的最高

阶段，按照发展程度，把不同社会安排在发展序

列中。因此，在判断考古发现的重要性时，其所

参照的背景与体系是以西方文化与社会为中心

的。在这一轮考古热潮中，西方对世界其他地

区文化遗产的掠夺是公开的。当现代考古学传

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时候，这样

的背景与体系仍然暗含在现代考古学中，这样

的结构至今仍然在影响着非西方考古学，但常

常为中外研究者所忽视。

20 世纪前半叶，考古发现的热潮已经降温，

考古学已经不再是一门凭借兴趣与热情就可以

进入的学问，而是开始需要专业的训练。专业

的研究与教育机构纷纷建立起来，考古学不再

满足于解决年代问题，还想解答是谁留下来的

遗存。关于谁（who）的问题与欧洲现代民族国

家的构建有一定的关系，族源的探索有助于增

强民族认同感。“考古学文化”的概念应运而生，

即通过考古学文化研究来实现族属探源的目

的。但是这对于历史上曾经经历过频繁民族更

替交融的欧洲来说，其实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尤其是还要把族群探索延伸到史前时代的时

候。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的民族主义退

潮，这项工作也就暂时告一段落。柴尔德以考

古学文化研究为基础整合欧洲史前史，代表这

样的转变③，即考古学文化无须也不能跟现代民

族直接对应，但它作为古代社群单位，可以成为

重建古代社会的时空框架。

重建过去是 20 世纪上半叶衡量考古学发展

的重要标准，柴尔德在《欧洲文明的曙光》中提

出了这样的架构，包括古代的生业、社会、意识

形态等不同层次的内容③。但开风气不为先，柴

尔德提出了这样的标准，但是他并没有找到合

适的实现途径。重建过去是极为艰巨的任务，

柴尔德最终因为理想的幻灭而自杀。在这个方

面作出重要贡献的是格拉汉姆·克拉克与他的

学生们，他们在剑桥大学建立考古实验室，开始

发展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试图运用科技分析来

重建过去。此外，运用民族学的类比也是一个

重要途径。在西方考古学中，尤其是在北美考

古学中，广泛运用民族志是习惯性的做法。如

果只是研究北美土著的历史，这样的做法属于

直接历史法，其可靠性还是比较高的。当然，如

果是跨文化比较的话，可信度会低一点，但也可

以提供一些启示。相比而言，如果只是基于考

古研究者的常识来理解考古材料，或是就材料

谈材料，不去理解考古材料与人类过去的关

系，那么重建过去的目标就无从谈起了。

如何衡量中国考古学与中华文明探源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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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重建过去的目标是考古学无法回避

的。考古材料不会自己讲话，其中有关过去的

信息都是推理所得。推理的科学性也就成了衡

量考古学发展的重要标准。20 世纪中叶，考古

学家开始集中关注考古推理的科学性问题，这

也就是过程考古学兴起的原因之一。过程考古

学的主张归纳起来就是“更科学，更人类学”。

之所以有这样的主张，一方面因为考古推理需

要有“理”可依，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深入全面

地了解人类的过去，认识人类社会现象背后的

本质。人类学正好是能够解释社会如何运作的

理论，其跨文化的普遍性也符合科学理论的特

征。把考古学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如地质学那

样的科学④，就成了过程考古学追求的目标。

为了进一步提升考古学的科学性，过程考

古学强调发展理论，发展演绎推理。演绎推理

的可靠性非常高，只要理论前提没有问题，后续

的推理就不可能出错，这也正是自然科学的长

项。除了演绎推理，过程考古学还强调发展中

程理论，跨越从考古材料到人类行为的鸿沟，其

方法包括民族考古、实验考古等。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考古材料通常都是零碎的，要想通过零

碎片段的信息去重建过去，除非我们已经知道

过去的轮廓或结构，中程理论有助于实现这样

的目标。在这个方面，过程考古学取得了显著

的成绩，如宾福德之于爱斯基摩人居址结构的研

究，他从中发展出来“采食者-集食者”的模型⑤，

成为解释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居址模式的重

要理论参考。实际上，如何深化考古推理的科

学性仍然是当代考古学的发展目标之一。

不论是为了重建过去，还是提高考古推理

的科学性，归纳而言其目标都是为了“透物见

人”。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部分考古学家开

始反思，究竟什么是“物”，见什么“人”，从什么

角度去见。他们注意到物不仅仅是过去人类活

动的遗留，物还是意义的载体，反过来影响人的

行动，因此物不是完全客观的⑥。他们注意到人

不是抽象的，不是机械的，人是有能动性的，人

能够创造意义，人生活在意义中。因此，人不仅

仅是普遍的，更是历史的，存在社会与文化背景

依赖，离开社会与文化是无法理解人本身的，需

要从关联中理解人与物。透物见人的角度是非

常多样的，可以有阶级、地方、宗教、性别等角

度，视角的丰富性使得物质遗存可以进行反复

的阐释，而且可以同时合理地存在。由此作为

文化遗产的物质遗存可以不断增值，在现实社

会中产生新的意义与价值。这是后过程考古学

的核心观念，此时衡量考古学发展的标准就不

再是如何提高科学性了，而是阐释的丰富性与

创新性。考古学的发展从科学性转向了人文维度。

具体在不同的考古学分支领域，情况又有

所不同。旧石器考古面对的物质遗存不仅稀

少，而且经历过漫长的改造过程，更困难的是，

研究者早已远离那个时代，不熟悉狩猎采集社

会的生活。发现、识别、分析材料一直是研究的

关键，人文转向对这个分支的影响比较小。新

石器-原史考古是考古学理论交锋的主要领域，

上面所描述的不同阶段的变化基本都体现在这

个分支之中。而在古典-历史考古领域，由于材

料的背景较为清晰，困扰史前考古的问题通常

不存在，因此这个领域一直都较为强调阐释的

重要性。

尽管存在不同分支领域、发展阶段与学术

体系的影响，但是考古学通过研究物质遗存去

了解人类过去的基本任务是一致的。从考古学

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考古学在不断推进，不断深

入到人类过去的历史中，从以器物为中心的分

类研究，深入到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到后来更

是深入到人本身的层面，开始关注人的能动

性。从考古学的实践上来看，考古学越来越受

到公众的关注，而且也越来越强调公众的广泛

参与。基于这样的普遍性，我们有理由讨论衡

量考古学发展的标准。

二、衡量当代考古学发展的标准

学术研究是累积性的，其中既有继承也有

批评，这也就意味着衡量考古学发展的标准是

对不同时期标准的继承与批评。同时，标准代

表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代表考古学研究达到的

不同深度。当代考古学继承了此前的研究发

展，其主要工作有四项：一是考古调查与发掘；

二是考古材料的分析与整理；三是考古材料及

其所代表过去的重建、解释与理解，即透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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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四是保护与阐释利用，活化文化遗产，发挥

其现实意义。考虑到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与当代

考古学的实践，这里把衡量当代考古学发展的

标准归纳为四条。

第一，因为考古学的工作始于调查发现与

发掘古代遗址，因此衡量考古学进展的首要标

准就是考古发现的重要性。但如何来衡量其重

要性，必定要依靠一种学术体系。从以西方为

中心来看（时常与全球视野混淆）与立足中国文

化本位来看，所侧重的方面会存在较大的区

别。因此，在衡量考古学发展时首先需要拓展

学术体系，需要囊括当代考古学的总体发展。

既需要避免闭门造车，也需要避免把别人的视

角当成自己的视角。这也正是困扰中国学术一

百多年的“古今中西”之问的组成部分。当前矛

盾的主要方面是要破除西方中心论，回到中国

文化本位，从中国的视角去看世界。中国与世

界的关系是辩证的，回到中国本位并不意味着

忽视世界，只是不再认为西方就是世界，不再以

依附与归属为目标，而是平等地看待。学术体

系越是完整、广阔，那么衡量考古学发展的准确

性也就越高，一种只有西方视角的学术体系无

疑是偏狭的。当然，还需要理解现代考古学起

源于西方，过去一百多年，其发展水平也更高，

因此特别需要甄别西方考古学的哪些部分是具

有普遍意义的，哪些是需要批评的。

就考古发现的产生而言，带来考古发现的

主要有两个途径：一个是研究者主动的调查与

发掘，另一个是抢救性的发掘。衡量主动调查

与发掘的标准应该包括目标、方法与结果，即研

究者想去解决什么问题，通过什么途径去解决，

以及最后是否解决了。问题需要有意义，需要

足够深入，调查与发掘服务于这个目标。多学

科合作的方法已经成为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

法，当代考古学与许多学科形成交叉领域，已经

形成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抢救性的发掘与大

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关，这是工业革命之后

才有的现象，由此带来大量的考古发现以及对

古代遗址的破坏，需要通过抢救性的发掘来保

护古代文化遗产。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成了

衡量的标准。如果只是形式主义式地完成发

掘，对出土材料既没有整理分析，也没有系统的

保护，那么就与直接破坏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更

糟（浪费了人力物力）。抢救性发掘通常可以为

主动研究提供重要线索，而且因为存在进一步

破坏的可能，因此常常能够获得更大的发掘面

积，而这也正是主动研究所缺乏的。把两者结

合起来，有可能实现考古发现的最大化。

第二，重建过去的准确性与精度。重建过

去一直是考古学的主要任务与目标，也是衡量

考古学工作进展的主要标准。为了提高重建过

去的准确性与精度，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越来

越精细，参与考古材料科学分析的学科越来越

多。所有这些工作的目的是共同的，那就是要

提高重建过去的准确性与精细程度。但是，物

质遗存毕竟不能等同于过去人类的行为，考古

学家又无法穿越回去进行验证，这就给考古推

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考古学就像刑侦破案一

样，不仅需要精确的材料，还需要准确的模型，

否则推理将会漫无边际地展开，并且很可能是

想当然而已。模型的建立需要理论研究，否则

重建过去是无从谈起的。如果前人的模型是错

误的，还需要反思与批评，只是因袭就可能一再

重复错误。

也就是说，考古推理是从两头同时开始进

行的，一头是从考古材料的分析出发，尽可能从

中获取信息，并从中形成初步的假说；另一头是

从理论研究出发，给出模型。然后是两相对照，

核查契合的程度。因此，于前者而言，需要尽可

能精细的考古材料，当代考古学研究已经从侧

重器物研究走向以遗址为中心，目的也是为了

获得更精细的时空与人类活动信息。于后者而

言，则需要把与人类行为相关的理论跟物质遗

存结合起来，形成理论模式，民族考古、实验考

古是其中经典的途径。某些历史考古研究、当

代物质遗存研究也可以归属其中。这也就是

“中程理论”的范畴⑦。所谓“中程理论”并不是

在物质遗存与人类行为之间构建一架直接连通

的桥梁，而是提出人类行为与物质遗存之间存

在可能关系的理论模型，为真正从考古材料出

发的推理提供参考。就像刑侦破案一样，如果

只从现场材料出发，而没有理论模型（不同犯罪

类型会形成不同现场，并形成许多不同的模型）

可以参考，推理将是低效率的。柴尔德正因为

如何衡量中国考古学与中华文明探源的进展

15



2024 年第 1 期

缺乏后者而对考古学的前景产生了幻灭感。过

程考古学特别关注发展中程理论⑧。

第三，解释与理解过去。考古学作为科学

研究的一部分，需要知其然，还需要知其所以

然。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是第一步，考古学还

需要了解为什么会发生，以及是如何发生的。

就文明起源研究而言，不仅需要解释文明如何

与为何起源，还需要解释物质遗存如何与为何

呈现为文明。文明是对古代社会组织状态的

描述与定义，而非直接针对物质遗存的，因此，

从物质遗存到文明，同样需要解释。归纳起来

说，考古学研究一要解释古人行为如何与为何

成为物质遗存，或是解释物质遗存如何与为何

可以代表人类行为。二要揭示物质遗存为什

么是现在这个样子，它经历了怎样的改造。三

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背景中解释人类行为如

何与为何发生。成功的解释，不仅需要物质遗

存本身，还需要有理论的支持。解释文明如何

与为何起源需要高层理论的参与，哲学、社会

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帮助必不可少。

这也意味着解读考古材料存在层次与对象

的区分。解释者首先面对的是物质遗存，他们

需要完成的任务是了解物质遗存是如何成为考

古材料的，物质遗存如何是现在这个样子的，以

及如何从物质遗存上升到对人类行为的了解。

这也就是上面所说的重建过去的任务，只是解

释者需要回答为什么与如何的问题。因为行为

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尽管认识起来可能有些

困难，但假以时日总归是可能认识到的，具有一

定的可检验性。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考古学，

它必定是以科学为归属的。然后，解释者面对

的是人类行为，他们需要解释历史、文化、社会

变迁，因为人类的行为是历史的、文化的与社会

性的。这也就意味着解释者必须考虑到历史、

文化与社会背景的差异，尤其是需要更充分地

理解人类的文化特性。需要考虑到人类是能动

者，创造文化意义的同时又为文化意义所影

响。由此，考古学超越科学的范畴，进入到人文

的领域。

第四，保护与阐释利用。经过研究的物质

遗存可能成为文化遗产，在得到有效保护的同

时，还需要有效利用。阐释是利用的基本形

式，阐释是把古今联系起来，就如同今人去读

《红楼梦》，解读的视角多种多样，把这部伟大

的作品融入到当下的文化生活之中。在当代

中国，考古阐释的创新实践非常丰富，不仅表

现在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与博物馆展览上，还包

括主题的创新、文创产品的多样化、表达的多

元化等。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为民众广泛参与

阐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途径，阐释的去中

心化趋势明显，专家垄断话语表达的时代已经

过去了，“为人民的考古学”与“人民的考古学”

开始融合。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中国考古

中，部分地区的阐释实践走在理论的前面。实

践中蕴含着巨大的创造力，需要提炼理论，从

而能够推广开来。

阐释的标准在于丰富性、创新性与符合时

代的价值取向。不同的阐释视角可以同时并

存，都具有合理性，视角越丰富越好，越新颖越

好。这自然带来另一个问题，即如何评判不同

的阐释。创新性无疑是可以衡量的，阐释的价

值取向是可以比较的。创新需要结合时代的需

要，发挥研究者的能动性，否则不能获得学术界

内外的共鸣。当然，偶尔也会有超越时代的创

新，但最终还是要经过历史检验的。不同于解

释强调客观与价值中立，阐释是有价值取向的，

假定存在唯一正确的阐释是徒劳的。那样会造

成话语垄断，阐释便会化身为权力的特定表

达。阐释应该是多元的，应该让更多的人有表

达的机会，互联网时代从技术路径上开辟了这

样的可能性。阐释的结果是开放的，决定一个

时期阐释形态的不是某个人的人为设定，而是

取决于不同阐释之间的竞争，就像每个时代都

会有自己理解的孔夫子一样。

基于考古学的基本属性以及历史与现实的

发展，我们可以确定上述标准。考古学的基本

属性就是通过研究物质遗存去了解人的过去，

其中物质遗存、人类过去、研究手段、从现在出

发并回到现在，构成考古学的四个要素。当代

考古学的研究手段就是科学与人文，前者强调

客观与真实，后者强调历史与意义，两个维度的

研究既竞争又合作。衡量考古学发展的标准就

立足在这些基本要素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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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照标准衡量中国考古学与

中华文明探源

对照上述标准来看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同

时选择中华文明探源这个重大课题作为参照的

对象，把点与面的讨论结合起来，可能更有助于

我们理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现状。不论从研究

的组织、投入来看，还是从所取得成果、所产生

的影响来看，中华文明探源应该说可以代表中

国考古学的发展水平。从对照中我们可以认识

到，中国考古学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还有需要

调整的地方。

在衡量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时，一个经常的

争议就是，我们是否可以按照西方考古学的发

展路径来衡量自身⑨。也正因为如此，上面在探

讨衡量考古学发展的标准时，只是围绕考古学

的中心任务展开，而不考虑世界不同地区考古

学发展存在的特色。不论是作为人类学的考古

学，还是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也不管是什么样

的考古学研究范式，最终都是以了解人类过去

为目标的，都希望获得尽可能精确的信息，都希

望重建尽可能精细、完整的过去，都希望了解过

去究竟发生了什么，并解释为什么会发生，都希

望通过研究过去能够更好地服务现实社会的发

展。正是基于这样的共性，这里才可以来谈如

何衡量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唯一的区别就是能

否实现，或者说是否在这些方面展开了研究实

践与取得了怎样的进展。

当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之时，研究者普遍

认为金石学已经完全过时，其研究对象仅仅局

限于某些种类的器物研究上，研究目标也只是

“证经补史”，缺乏科学的方法，因此应该彻底予

以摒弃。但是，物质遗存本身是有文化意义的，

千百年的社会生活已经造就了金石独特的文化

意义，理解它们，需要有丰厚的中国文化底蕴。

金石学中包含有现代考古学特别缺乏的文化内

涵。中国现代考古学忽视了本来不应该忽视的

内涵，这对文化传统的继承是不利的。现在到

了重续文化传统的时候，因此，对于中国考古学

的发展而言，目前首先要做的可能是重构中国

学术的底线，回归中国文化本位，从中国去看世

界。我们之所以发展中国考古学，一个重要目

的就是要研究中国文化的由来，赓续中华文

明。当文化的内涵已经丧失的时候，研究的意

义也就丧失了。现代考古学是一套有效的了解

中国人之过去的方法，是值得且需要学习的，但

并不必定同时要抛弃物质遗存的文化内涵。

当代考古学的知识体系无疑是以西方为中

心构建的，中国可能是迄今为止西方唯一没有

有效把控的地区。单就这一点而言，夏鼐当年

坚决叫停考古领域的国际合作是完全可以理解

的⑩。学界不断有人呼吁中国考古学应该融入

世界考古学，但是如果不反思其中殖民主义传

统，融入将是依附性的。反殖民主义的根本并

不是要回到自己过时的传统，而是要推动自身

的创新发展，这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借鉴西方考

古学。改革开放，需要以我为主，与殖民主义的

依附体系是有本质区别的。设若当年张光直所

提出的国际合作不是放在中国西部的战略腹

地，而是放在南方具有人类学传统的开放地带，

那么可行性要高得多，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也

将更有利。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不可能舍

弃自己的传统，转而采用人类学的传统。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各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一项

重要的经验就是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倡导

开放与多元发展。学术研究同样如此，保持学

科内部历史学与人类学导向之间的张力是有利

于学科发展的。

中国考古学研究主要是围绕“三中问题”

（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中华文化）展开的。中

华民族问题涉及中国人与民族的由来，中华国

家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上，中华

文化问题以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导向以及历史考

古为代表。近几十年来，中华文明探源一直是

热点课题，相关考古发现常常能够引发学科内

外的热切关注。相比而言，其他两个问题的研

究要稍显逊色。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

认识到，要认识中国特色必须同步认识世界。

“三中问题”是考古学的特殊问题，中国考古学

还需要研究一些对全人类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比如人类的起源、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不平等的

起源等。特殊性与普遍性是辩证的关系，不了

解全球性的问题，也难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作

如何衡量中国考古学与中华文明探源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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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历史学的考古学擅长解决前者，而作为人类

学的考古学擅长解决后者，两者可以相互补充。

从世界范围来看，古典文明探源的热潮是

在 100 年前，有关两河、古埃及、古希腊、印度

河、美洲文明的重大发现都出现在这个时期。

相比而言，2007 年找到良渚古城的城墙，学界逐

渐认识到良渚古城是一个规模宏大的聚落体

系，包括水利设施、专业化手工作坊、稻田系统、

高等级墓葬等；2011 年揭露出龙山时代的石峁

古城，这些发现都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了重要

的材料与必要的条件。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崛

起的加速期。国家的发展为文明探源提供了充

分的支持，大量的工程建设客观上增加了遗址

被发现的机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精神

成为文明探源的内在支柱。当然，大部分遗址

并不是首次发现，但是因为过去缺乏深入系统

的工作，认识不全面，甚至年代判断都有错误。

自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以来，在关键遗址、

关键区域持续的、高强度的调查与发掘，产生了

大量的考古材料。

在此基础上，多学科的科学分析在重建过

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高精度的测年技术、

环境重建研究、生物考古、手工业考古等，大幅

度提高了认识过去的准确性与精细程度。科技

考古方法的应用普遍，成果斐然。反过来，中

华文明探源也带动了中国科技考古的发展，考

古研究机构研究装备得到显著的改善。相比于

重建过去方面的成绩，解释工作要稍逊一筹，

但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到这个问题，并已有不

少理论探索，包括文明起源理论辨析、跨文明

的比较等。在保护与阐释利用上，以重要考古

遗址为中心的工作引起广泛的社会影响，其进

展有目共睹。这些项目往往规模宏大，中央与

地方政府，国家投资与民间资本，专业研究与

应用开发队伍共同协作，已经形成了一套成功

的模式，即以重要考古遗址为中心的研究、保

护与应用体系，其中包括研究中心、遗址公园、

博物馆以及周边文化服务与开发项目四大部

分，相互促进，相互支持，在组织状态良好的情

况下，能够产生可观的社会效益，成为文旅消

费的热点与地方名片。

不过，目前也存在显著的发展不平衡现象，

也就是局部领域发展极为迅速，其他部分则发

展显著滞后，形成发展的断层。“断层式发展”也

是当代中国各行业的普遍现象，补齐短板，实现

整体上的跃升应该是今后一个阶段发展的主要

任务。仅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体系的发展来

看，研究中心是其中显著的短板，即便有的地方

有很完善的硬件设施，实际的运作也不理想；阐

释利用方面少数地方做得较好，总体上距离民

众的期望还比较远，为此应该建立开放的学术

研究中心，建立相关的跨学科学术研究中心，定

期邀请从事专项研究的学者在此专心从事研

究。一个理想的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其三分之

二左右的研究人员应该是流动的。这样既可以

促进多学科合作，还有助于研究生尤其是博士

生的培养，在减轻研究中心本身负担的同时避

免学术封闭，尽可能扩展与深化考古材料的研

究。

单纯就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本身而言，理论

研究是较为突出的短板。从衡量考古学发展的

四个标准来看，在每个方面理论部分都是不可

或缺的，而当前的研究多重视实物遗存材料，重

视具体的方法，这些都属于研究的“硬件”部分，

自然非常重要；但对于研究的“软件”，也就是理

论部分，较为忽视，不能形成具有标志性的概念

与议题，由此也影响到中华文明探源的成果，不

能形成跨学科的广泛影响力。解释文明起源需

要多维度的理论探讨，文明（或早期国家）与社

会分化、生产方式、环境变迁、复杂系统的演化、

社会冲突（暴力与冲突）、交换与贸易、社会权力

组织与传递等之间的关系，都需要理论层面的

探索。在阐释利用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方面，如

重庆与长三角等部分地区已有不错的发展经

验，“以人为本”“以弘扬中国文化为指针”“立足

科学基础”应该是阐释利用的三条基本原则。

好大崇洋、荒诞不经的倾向是应该避免的。

简言之，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文明探源研

究也处在真正全面突破的前夕，此时需要更坚

定、更有力的支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

代浪潮中，中华文明探源研究将进一步夯实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文化遗产，促进新时代

中华文明的创新。在此过程中，中国考古学也

将获得更大的发展，丰富四个层面的研究，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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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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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Measure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hen Shengqian

Abstract：It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question about how to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y. It involves
with the orientation and strategy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Introspecting the history of modern archaeology,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criteria are not same in different academic systems, periods and sub-fields. However, academic
development is accumulative, and archaeology has its own fundamental task. It thus forms four criteria for meas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y. Using these criteria to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rchaeology, whose academic
level can be represented by the work in explor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re exists a
phenomenon called as“faulted development”, in which part of fields develop quickly, but theory is the short board. As
far as explor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concerned, a few measures can be adopted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on it,
and set a successful example for other parts of Chinese archaeology.

Key words：archaeology；theory；academic development；project to trace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academic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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